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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
———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钟飞腾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

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

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

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

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

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

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

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

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

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

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

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关 键 词：政策协调　功能性议题　制度化　国内政治　中越　中菲

作者简介：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南海问题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议题，不仅包括岛屿主权归属、海洋划界

等问题，也涉及到所谓的国际航行自由和大国博弈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　作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１１年度国情调研项目的支持。对安应民、江洪义、林民旺、张

洁、许利平、杨丹志等学者在本文写作中所给予的启发表示感谢。另外，《当代亚太》匿名审稿人对

本文认真、细致的审读进一步提高了文章的质量，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文中所有可能的纰漏由作者

本人负责。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９５～１１５页。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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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南海问题还涉及两岸关系，这进一步增加了南海问题的国内政治复杂性。由

于各国当前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对外政策，因此具有重大意义的南海政

策必然关系到各国的大战略设计。与此同时，对于各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内

政一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南海问题的产生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

发海洋资源的热潮，直接涉及南海岛屿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的六个国家或地

区，其中多数尚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海洋资源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追求经济利益是推动南海问题升温的一个动因。并且，近几年来由于全

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波动，国内政治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南海问

题升温也被认为是国内矛盾激化的一个结果。

本文以中国与越南、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协商和制度化进

程为分析对象，探究其国内动因。文章第一部分简要梳理了研究南海问题的

路径，强调国内政治对于理解南海问题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以中越、中菲在

政府间层面达成的协议为文本，探讨了双边制度化的不同进程。第三部分根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近１０年来围绕南海问题的表态，整理和挖掘了越南、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及在不同问题领域其与中国发生争议的频

度，进一步明确了中越、中菲双方具体的争议问题。第四部分则试图从国内政

治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越南双边制度化程度明显高于中国—菲律宾的原因。

从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南海问题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着多种研究南海问题的路径，彼此要解决的问题和使

用的方法各异。这一方面取决于各方如何界定南海问题本身，比如对中国而

言，南海问题实质上就是南沙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控制西沙群岛；但对越南

和菲律宾而言，其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却侧重于他们认为存在争端的位置，因

此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制度如何准确界定岛礁归属以及司法管辖权是其重

要研究议题。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多个路径还受到大国战略的影响。如果

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南海的意义，那么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渔业资源、传统的海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航道安全等。在美国看来，南海

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其对美国承诺的同盟义务以及亚太同盟国的经济安

全具有全局意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布热津斯基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曾断言
：　 “直接反对中国或者卷入像南中国海争端这一类的问题是否符合美国的特

—６９—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 □　

殊利益尚不清楚。”① 但随着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在南海地区存在着国家利

益，东亚海域上彷佛将呈现出周边多数国家围绕在美国周围对抗中国拓展海

洋势力的局面。②

理解周边国家的南海政策无疑是把握南海发展态势的重要途径。特别是

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持有积极外交举措的越南和菲律宾两国，其政策和行为

使南海形势日益复杂化。但大多数讨论南海政策的文献存在层次性不清晰的

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和东盟三

个层次，对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政策进行研究，③ 其主旨是避免混淆中

美竞争、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东盟内相关方的不同政策。不过遗憾的是，

对越南和菲律宾的政策变化动因却缺乏深入的分析，也没有探究周边国家的

政策变化到底是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我们看到了周边国家的南海政

策与中国政策的不同，但双边政策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根本对立。

南海问题相关方的国家力量对比差异明显，政策争论引发了周边小国对

崛起的中国的担忧，东亚呈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情绪。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

义所强调的维持均势能够解释为什么周边国家愿意邀请美国重返东南亚以平

衡中国实力的增长，但不足以解释国家力量同样远小于中国的越南和菲律宾

为什么其南海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对此，有学者给出的一项解释是，东

亚安全体系是一个准无政府体系，越南作为自助国家、菲律宾作为他助国家

追求不同的政策组合，他助国家要比自助国家更依靠安全供给国美国的保护

和支持。④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启发是美国因素对理解南海局势至关重要。

不过，越南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差异实质是与美国关系的差异，菲律宾比越

南在南海政策上更加倚重美国显然是一项常识。最近几年来，尽管越南加强

了与美国的合作，但其程度远不及美菲同盟关系。正如下文提到的，虽然中

—７９—

①

②

③

④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１页。

比如，在美国引起极大关注的一本书就探讨了中国海权发展的进程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参
见Ｔｏｓｈｉ　Ｙｏｓｈｉｈａｒａ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Ｈｏｌｍｅｓ，Ｒｅｄ　Ｓｔａ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Ｕ．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ｎａｐｏｌｉｓ：Ｎａｖ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刘中民：《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载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４页。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醒这一思路。参见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

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３２～４８页。



　□ 当代亚太　

越、中菲在南海问题上双边摩擦不断，但双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诸多共

识，而且，在高层达成的共识与制度化方面，中越之间远比中菲之间拓展得

深。此外，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理由、目的与周边小国是不同的。越南、菲

律宾也认识到美国不可能为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发生冲突。将美国拉入

南海争端造成中美竞争，其问题的性质不同于中国与周边当事国的关系。

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面临的矛盾不同于和美国的关系。中美

关系符合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国际政治含义，即数千年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大

国政治，近乎于零和博弈，而中国与周边小国的互动关系算不上典型的国际

政治。周边国家与中国一样存在着发展难题、主权困境以及安全挑战。正如

有学者指出的，南海问题凸显出中国平衡发展、主权与安全三者利益的难

处。① 中国既要维权又要维稳，南海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性大为

增强。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大战略中，策略性地维护其

主权利益。越来越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南海问题成了检验中国和平崛起的大

战略理论的一个实验场。② 正如新加坡的许通美教授所言：　 “一个测试中国

诚意及其和平崛起学说可信性的试金石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在过去的２０
年，中国通过大度和良好的政策赢得了东盟成员国的亲善和支持。因此，很

大程度上要看中国怎样处理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国的争端。”③

对于主权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都分外敏感。中国一向认为主权与领土

完整属于 “核心利益”，而处于发展进程的周边国家也具有和中国相当的主

权观念。有批评者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反映出中国为中心的世界

秩序，与周边国家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现代主权观念不同。中

国强调的是朝贡秩序，而后者则突出了以联合国海洋法为基础的现代秩序

观。④ 这种观点指出了东亚社会的主权观念源自欧洲实践这一历史事实，但

却夸大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主权认知上的差异。由于主权的标志是本国政府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Ｌｉ　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Ｃｈｉｎａ’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４９，Ｓ．Ｒａｊａｒａｔｎａｍ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Ｆｅｂ．１１，２００８．

张洁：《南海争端：中国和平崛起的试金石？》，载张洁、钟飞腾主编：《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评估 （２０１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６～１１０页。

许通美：《２１世纪：中国与世界》，载吴敬琏等：《中国未来３０年》，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Ｄａｎａ　Ｄｉｌｌ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１６７，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１，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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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权力，在东亚社会的转型中，如果要排除外部干涉则离不开对主权的坚

持，这一点与当代欧洲的主权让渡实践不同。与此同时，东亚整体上快速、

持续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民族主义势力的上涨。在主权第一的民族主义呼吁

下，岛屿争端的国际政治象征意义更加突出，它与一国政府执政的合法性联

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的岛屿争端就有民族主义崛起的背景。①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政策上的困境也反映出国际实践和国内政治观念

的差异。有学者指出，南海的安全竞争还源于东亚社会尚处于现代民族国家

体系的建构阶段，南海当事国对安全的理解与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的
“安全复合体”差距甚大，因此现实主义的思路比如地缘安全、战略安全、

能源安全主导了有关南海的安全议题，而对渔业、反海盗等地区性安全缺乏

理解。② 这一看法实质上反映出东亚社会国际实践与观念的脱节。东亚的发

展已造成安全问题的地区化，但从观念上看，各国仍然强调安全从属于主

权。主权，特别是其中的政府权力与合法性压倒一切，表明东亚国家很大程

度上处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家间关系阶段，即国家的目标是强调生存而不是

权力最大化。这种过分突出主权的国内政治文化对解决南海问题造成很大的

困境，因主权难以分割，而任何谈判都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因此各国

政府很难通过谈判获得国内的支持。

实际上，南海问题的焦点不在国际而在国内。在当代社会，绝大多数国

际协定、国际制度的实现都要具备国内的合法性。南海问题所涉及的主权、

司法管辖权以及军事安全等都离不开国内政治的考虑，一项合理、合法的南

海政策必然要兼顾国内与国际的因素。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权力因

素只是影响机制变迁的一项因素，还必须考虑整体的国际规范，特别是国内

政治如何影响海洋政策。在考察１９２０～１９７５年海洋机制的发展时，罗伯特·

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与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发现，管理海洋政

策的国际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总体上航海自由机制不断弱化，沿海

管辖权的范围最终被扩大至２００海里。对于１９６７以来的机制弱化，无法用

总体权力结构或问题权力结构加以解释。基欧汉和奈认为，１９６７年以来航海

—９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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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机制的侵蚀，主要是联合国的规范和政治进程所致，尽管美国处于海军
实力的鼎盛阶段，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沿岸国家的利益联合，迫使美国难
以界定和追求在航海自由上的 “国家利益”，由此弱化了美国维护的航海自
由机制。①

事实上，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已被国际关系学界屡次提及。１９８７年，在回
应美国学界对 《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批评时，基欧汉和奈明确承认：　 “

任何系统层次的分析必定是不完整的……理解诸如复合相互依赖的系统进
程，我们必须知道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相互依赖的模式与机制形成。”② 创建和
维持国际机制是美国行使其霸权的特色之一，但这种大战略同时也受制于美
国的国内政治。例如美国政府关于是否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案，

尽管得到军方的支持，却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正如一部研究大战略的著作
所指出的，“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
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
的作用。”③ 如果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国内因素和压力的制约进程中，其相互
威慑的有效性将降低。一个有着极强的国内动员能力的国家，其对外政策的
有效性要强于国内意见不统一的国家。在民主政体下，国内选民、利益集团
都影响着对外政策结果，即便是像苏联这样的威权主义政体国家，政治精英
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的政策竞争也会极大改变政策的走向。

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注重从周边国家的国内角度去思考南海议题的
复杂性。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复杂性，周边国家不仅处于
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的政体也具有多样性。当前，中国的大部分周边国家
都处于政治转型过程中，其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民主化进程给中国周边环境
带来双重压力。④ 在周边国家的行为中，大家看得到的是越南和菲律宾这两
个国家政策调整的力度和方向，但对于两国何以如此行为却总是不得其解。

要提出一项有助于推动南海问题解决的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辨别各国政策
的差异，还要分析其政策差异背后的动因，找出每一项政策要点背后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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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４４页。

同上，第３１６页。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 《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的研究》，载理查德·罗斯克
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页。

张小明：《影响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载 《当代世界》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２６～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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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和约束机制，根据不同政策组合所反映的国家利益来决策，使政策服务

于国家战略目标。

中越、中菲的南海政策协调

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迈入新阶段，中国的

周边安全环境也步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国和东盟的外交政策调整为南

海问题的政策协调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０年８月，中国领导人在访问新加坡时表

达了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愿望。①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

越南、菲律宾逐步进行了双边的南海政策协调。鉴于９０年代中越之间还存

在着陆地划界问题，因此，更恰当地比较中越、中菲南海政策的时间段应该

是２１世纪。

２１世纪前后，中国相继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双边关系声明中达成了关于和

平解决海上争端的原则。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的中越 《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

声明》之第九条重申了１９９９年２月双方达成的共识。该联合声明中的 “海

上问题谈判机制”起源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达成的 《中越联合公报》，其第四条

规定：　 “双方同意成立海上问题专家小组，进行对话和磋商。”② 中越海上问

题专家小组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经过五年的努力，在２０００
年的中越联合声明中，关于南海的条款增加了 “积极探讨在海上，诸如海洋

环保、气象水文、减灾防灾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和措施”这样的制度化

成果。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这些领域属于功能性问题或非传统安全范畴。

２０００年５月，中菲两国达成 《关于二十一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

明》，双方表示将根据国防法原则，通过双边方式解决争议。实际上，中菲

在１９９５年８月的一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中就已经承诺要按照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原则解决争议，该声明还提出争议应由直接有关国家解决。需

要着重指出的是，多边合作是当时双方确立的开拓方向之一。中菲双方在

１９９６年发布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就已经同意建立双边磋商机制，具体包括成

立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和建立信任措施三个工作小组，尤其是在增强双方的

—１０１—

①

②

张明亮：《南中国海争端与中菲关系》，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

《中越联合公报》，载 《人民日报》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２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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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方面还具体列出了搜救行动、打击海盗和走私方面的合作。１９９５年的联

合声明以及１９９６年的新闻公报都是由双方的副外长签署的，在２０００年的联

合声明中这些共识再次得到确认。

对比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间中越、中菲南海政策的协调成果，可以发现，中

越、中菲在功能性问题上的共识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菲

律宾更进一步，中国往往是先与菲律宾就南海政策磋商之后再与越南进行相

关的磋商。在２０００年由双方外长达成中菲联合声明之后，中菲双方于２００１
年开展了第三次信任措施工作小组的讨论，并同意两国军队就抢险救灾和工

程技术交流经验，以及相互提供、发布航海通告和航海警报。

从中越、中菲联合声明中有关海上争端的表述还可以看出，三方在 “不

采取可能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方面存在共识。不过，从文字上

看，中越对解决海上争端的磋商意愿明显强于中菲，中越之间存在更多实质

性的沟通和制度性安排，尽管中越在陆地边界谈判中表示 《在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对缔约各方有关海洋法方面国际法规则

的立场不造成任何影响或妨害”，但可以期待陆地边界谈判这一问题领域的

制度建设将助推两国高层在南海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中越、中菲围绕南海争端进行双边制度化的进程中，中国分别于１９９９
年６月与马来西亚、２０００年５月与印尼签署联合声明，表示要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中国进一步与东盟整体达成了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把双边的制度化成果

扩大为地区性共识。尽管宣言本身不是条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对于

凝聚南海的地区共识发挥了作用。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在中越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中，都提到南

海问题，都认为要恪守高层共识，继续推进海上问题谈判，共同维护南海局

势稳定。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签署的中越联合声明中，双方第一次提及要按照包

括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处

理南海问题，越方还表示愿意在油气勘探、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搜救

及打击海盗等方面同中国合作。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越南和中国同意建立领

导人热线电话机制，① 而在此两周之前南海发生中国渔船对峙美国 “无暇号”

—２０１—

① 《越南和中国就建立领导人热线达成协议》，路透社，河内，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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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舰事件，一周之前菲律宾通过 “领海基线法案”，宣布对南沙群岛部分岛
屿和黄岩岛拥有主权。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中越双方签署 《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
议》，宣布以 “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解决南海问题。

与２０００年的联合声明相比，该协议在功能性领域增加了 “油气勘采”一项。

在当月中旬公布的中越联合声明中，强调 “两党两国领导人将就中越海上问
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和对话，从政治和战略高度及时指导海上问题的妥善处
理和解决”，从 “战略和全局”看待中越关系。这样的表述胡锦涛主席于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越南国会演讲时就已经使用过，但那次演讲中并没有提到南
海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１１年的联合声明中，出现了 “不让任何
敌对势力破坏两党两国关系，并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出现的问题，不使其
影响两党两国关系和南海的和平稳定”① 这样的表述。这个 “敌对势力”，越
南方面认为是国内反对派；从中国的角度看，则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国介入南
海争端。此外，新声明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双方开始 “积极探讨不影响
各自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临时性解决办法”，② 这是以前没有的。经过１０
年的发展，南海问题成了中越之间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议题。

与越南不同，菲律宾越来越缺乏对南海问题的控制力度。２０００年５月，

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也曾明确指出：　 “菲方同意中
方关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涉及领土、海域争议的主张，同意有关争议不影响
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应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争议。”③ 但当年１１月就发
生了菲律宾无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菲海警枪杀从事正常捕捞作业的中国
渔民事件。２００１年３月，菲律宾时任总统阿罗约派遣特使杨应琳来华，表示
菲律宾将遵守承诺，以和平方式，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两国在南海问题上
存在的分歧，菲律宾愿意为推进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制订做出积极努力。④

同年１０月，阿罗约访华，双方表示，不能因两国间存在的具体分歧而影响
中菲关系的大局。但２００２年２月底，菲律宾又发生扣留中方渔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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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越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３版。

同上。
《江泽民主席与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７日。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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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会见菲律宾总统特使》，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１年３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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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４年９月签署的中菲联合新闻公报中，双方还试图继续探讨共同

开发等问题。双方同意根据包括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
的国际法准则，推动和平解决有关争议；双方一致同意尽快积极落实中国与
东盟于２００２年签署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① 在公报中，中国表示要推动
菲律宾于２００５年１月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早期收获”计划。在

２００５年４月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对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订南海联合海
洋地震工作协议表示欢迎。② 这是继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菲双方签署在南海共同

研究油气资源协议的新进展。２００５年４月的这份双边文件显示出某种乐观精
神。在２００７年１月的联合声明中，双方更是高度评价联合地震工作，认为
其 “可以成为本地区合作的一个示范”，并要把这种三方合作推向更高水
平。③ 但随后的事件表明，海洋地震联合研究协议到期后并没有继续推进三
方合作。据美国国会研究局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分析，菲
律宾国内认为阿罗约政府为了获得中国政府的贷款损害了菲律宾主权，因探
测区还包括了没有争议的菲律宾海域，再加上阿罗约家族从该项目中受贿，

迫使其停止了该项目。④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菲在南海的争端逐步升级。２００９
年３月，阿罗约总统签署 “领海基线法案”，使南海争议复杂化、扩大化。

在２０１１年９月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只是交换了意见，认为不应该让海上争
议影响到两国大局，重申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双方的解决基础回到了２００２
年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在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边制度化进程中，中越、中菲都进行了努力。在早
期，中菲之间的进展甚至比中越之间快得多，一段时间还就某些功能性问题

的 “多边”解决达成了共识。不过，总体而言，中越之间的双边机制化建设
程度要高于中菲之间。⑤ 中、越、菲三方的共同点是在功能性问题上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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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联合新闻公报》，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４年９月４
日，第３版。

２００５年３月，三国的石油公司签署了为期三年的 《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
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载 《人民日报》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７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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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安全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ｒｏｎｉｎ，ｅｄ．，Ｃｏ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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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强有力的合作。但问题在于，功能性问题既能合作，也容易产生冲
突，而且冲突的程度在逐渐增强。可见，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在
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况下，功能性问题制度化的局限是明显的。不过，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功能性问题在过去１０年有没有变化？功能性
问题能取得多大程度的制度化水平？

中越、中菲南海争议的功能性议题与频度

越南和菲律宾是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时面对的主要争议方，这个印象可以
从过去１０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南海问题的答记者问中获得证实。从图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间，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提及的国家中，越
南、菲律宾、美国和东盟居前四位，特别是越、菲、美三国成了涉足南海问
题的前三方。而文莱和和马来西亚从来就没有因南海问题出现在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的答记者问中，相反倒是南海区域外的势力被多次提及。

从图１还可以看出，进入２０１１年９月之后，中国南海问题关涉方除传
统的越南、菲律宾、美国以及东盟外，又增加了日本和印度，国际化的趋势
已经明朗。中国不希望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争端这一主张成了自我的政策宣
示，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尊重。尤其是美国，不断强调南海问题
具有国际意义。美国借确保航行自由介入南海问题，实质上是为了确保其军
事控制能力。不过，短期来看，鉴于中国海军力量远弱于美国，美国在南海
问题上的意图还是防范中国，而不是为了给周边某个 （些）国家谋取利益。

美国在南海的行为还存在诸多变数，中国不宜过分强调美国因素。①

图１还直观地显示出，在过去的１０年里，南海问题呈现出两个阶段、

三个爆发节点的特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到南海问题的次数由２００１年的２
次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２次，２００５年回落到４次，此后三年基本维持在这一水
平。２００４年的升温或许可以从中越、中菲签署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中得到一
定的解释，２００５年后保持一定的水平则得益于中越、中菲的合作进展。但是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南海问题明显升温，特别是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记者提及南
海问题的次数飞速增加，其中２００９年达到了２７次，２０１１更是达到５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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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方银：《南海局势演变与中国的策略选择》，载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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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年来之最。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各方介入南海问题的时期与次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外交部网站整理。

２００９年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菲律宾、越南先后向联合国大陆架委

员会提交海上划界方案。越南外交学院还连续举行 “东海问题国际研讨会”，

邀请域外学者与会。进入２０１０年后，越南国防部接连对南海问题进行表态，

除了强调和平谈判之外，也提及不要让外面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和挑拨中

越两国关系。① 此外，越南国防部也不主张南海问题 “国际化”，但是必须公

开、透明，特别是要以２００２年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达成行为准

则。２０１１年５月，越南国内不仅爆发反对中国在南海立场的示威游行，还在

南沙群岛举行 “国会代表”选举。６月，越南总理阮晋勇在越南海洋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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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越南防长称将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环球网，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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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集会上宣称对西沙、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强调 “越南全党、人民、全军

要拿出最大决心意志，维护祖国领海和海岛的主权和管辖权”。① 随后，越南

在附近海域进行实弹演习，态度日趋强硬。在中越南海形势复杂紧张之时，越

南领导人派特使胡春山来华，试图缓解中越关于南海争端的紧张关系。中越双

方同意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双方一致认为，要

致力于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② 尽管两国高层会晤达

成了共识，越南也控制了国内局势，但显然越南国内存在着强烈的不同意见。

越南和菲律宾是南海争端的直接当事方，但是其角色又很复杂，某种程

度上他们似乎抛弃了早先对中国的承诺。那么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利益到

底是什么？导致两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争端的原因是主权议题、国际

法的主张差异呢？还是渔业纠纷、石油开发开采的政策？抑或是旅游、民族

主义情绪？通过整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资料，大致上可以把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期间的具体议题。越南与中国产生纠纷的议题包括渔业纠纷、西沙旅游开

发 （３次），建机场、建无线电通讯、在有争议地区开采石油 （８次），游行

示威 （２次）；合作的议题包括联合海洋地震工作 （４次）、落实 《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后续行动联合工作组会议 （２次）。菲律宾与中国争议的议题包括

早期的渔业纠纷 （２次）、黄岩岛主权 （４次）、油气开采；合作性议题包括

联合海洋地震工作 （２次）、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联合工作组

会议 （２次）。两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上议题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

年份中。但是，进入２０１１年以后，上述有争议议题几乎全部出现。在各功

能性议题上，尽管有争议但并不会引发全社会的抗议。中国与越南、菲律宾

之间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南沙部分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以及附属于主权之

上的对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况下，对

自然资源的开发存在极大的风险。

国际问题观察家似乎注意到南海问题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中越、中菲

都在政府层面做出声明和保证，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使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

却又不得不回应在南海地区爆发的双边问题。政府的声明突出和强调的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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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阮晋勇：《捍卫国家领海和海岛的主权，坚持维护海洋经济利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
央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ｈｔｔｐ：／／ｃｎ．ｎｅｗｓ．ｇｖ．ｖｎ

《戴秉国国务委员会见越南领导人特使胡春山》，新华网，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６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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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归属以及和平解决的姿态，但社会上围绕南海发出的意见却包含着诸多问

题。那么，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无法完全达成共识呢？

国内政治与制度化障碍

从中国的南海政策角度看，和平解决方案的核心实质上是两点：第一，

主权归中国；第二，在有争议地区实行共同开发。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邓小平在

一次讲话中提出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有些地方可以用 ‘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有些地方可以用 ‘共同开发’的

方式解决”。① 提出共同开发是中国南海政策的一大变革。在改革开放前，我

们是反对共同开发的，包括日本和韩国针对东海大陆架的开发。随着改革开

放政策的实行，中国也逐步接受了共同开发模式，② 但共同开发的基础是主

权属于中国。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６日，邓小平向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做了阐

述：　 “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承认中国主权的

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

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

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

着使用武力。”③ 邓小平说这番话的前一个月，即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４日，为响应

联合国号召，在南沙建立科学观察站，中国海军在南沙赤瓜礁附近海域与越

军展开激烈交战。４月１２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

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其管辖范围包括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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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说我国经济建设大有希望》，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４
日，第１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１
日，第１版。

比如，１９７９年３月，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指出：　 “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国际
关系的范围必将越来越扩大，这就势必产生更多的国际法律问题。有传统的国际法问题，也有大量
新的问题，如共同开发资源。”参见王铁崖、魏敏：《国际法的研究必须加强》，载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
年３月３０日，第３版。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大会上表示
：　 “在实现四化的进程中，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在交往中所发生的各种涉外民
事关系，例如与外国共同开发资源。”参见 《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成立》，载 《人民日报》１９８０年

２月９日，第４版。
《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写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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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岛礁及其海域”。不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通过的三部涉及到南海的法律

中，中国并未规定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与海洋边界相比，中国

与周边国家基本解决陆地边界问题。海洋与陆地的地理、资源、人文差异或

许是一个重要原因。

自南海与资源分配联系上之后，南海周边国家在对待海洋问题时，决策

上的观念差异很大。越南早在１９７７年就通过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声明，

表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将与有关国家一起，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

符合国际法及习惯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与各方在各海区和大陆架问题。

越南国内明确主张，开发和利用海洋对越南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越

南要按照一个海洋强国的战略构想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出发展经济必

须与保卫海上权益相结合。越南积极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因该法改写了沿海

国家关于海洋国土的认识，也大大扩展了某些国家的国土面积。一旦越南获

得其宣布的领海海域，那么越南就将成为海洋国土面积大于陆地国土面积的

国家。由于国土面积扩大，经济利益的来源也将发生极大改变。

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保障，具有排他性。在没有

主权的情况下，不可能独享资源开发的好处。纵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中

越、中菲涉及南海的声明或者公报，三方从未在主权问题上让步。既然主权

不能让步，那么对三方而言，最可能的是如何更好地分配主权所附带的资

源。正如菲律宾众议长费利西亚诺·贝尔蒙特在２０１１年６月接受 《当代世

界》记者采访时所说：　 “谁都不会无视这一地区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和油

气资源。所以我们需要讨论如何确保我们都从这里获益。”① 利益的分配不仅

需要比较海洋资源对各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差异，也要考虑到国内利

益集团在海洋政策上的部门利益。鉴于海洋资源对越南和菲律宾两国的重要

性，两国的南海政策要比中国的南海政策更能获得国内的政治支持。

越南和菲律宾对海洋资源需求的迫切性大于中国。从人口资源环境的配

比看，越南和菲律宾面临的压力要比中国更加严重。菲律宾和越南的人口密

度均大于中国，其中菲律宾是每平方公里３４２人，越南是２９３人，而中国为

１４０人。② 对菲律宾和越南而言，海洋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国内

—９０１—

①

②

《采访菲律宾自由党联合主席、众议长费利西亚诺·贝尔蒙特》，载 《当代世界》２０１１年第７
期，第４６页。

根据Ｅｘｘｕｎ网站整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ｘｘ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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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遍共识。以海洋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中越两国差距极

大。根据２０１１年４月国家海洋局公布的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０年中国海洋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９．６％。在十二五期间，即

使按照规划，海洋新兴产业以２０％的增长率发展，到２０１５年也不过占到

２４％左右。① 而来自越南的数据表明，２０１０年海洋经济及涉海经济领域生产

总值占越南ＧＤＰ的比重高达４８％。② 越南是石油净出口国，按照世界银行

数据，其能源出口占能源使用量的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高峰值３８％降为２００７年

的３１％，受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进一步下降至２０％。而菲律宾所需石油

大部分依赖于进口，加之菲律宾国内政治及宗教原因，其与作为世界主要石

油出口国的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等关系复杂，其能源供应长期紧张。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菲律宾２００２年能源进口占能源总消费的４９％，近几年进

口额度有所下降。

但是，资源因素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中越南海问题的制度化水平高于中

菲。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越南在经济发展上要比菲律宾更依赖于

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越南的 “革新开放”是沿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前

进，越南需要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一方面，以发展速度论，越

南取得了与中国同样不俗的成绩。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由

１１３５美元上升至４４２８美元，增长了近三倍；越南也从４４１美元上升到１２２４
美元，增长了近两倍。而同期菲律宾仅从１００９美元上升至２１４０美元，九年

间只增长了一倍。２００２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水平与菲律宾接近，但经过九

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菲律宾的两倍多。另一方面，近年来越南和菲律

宾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在不断加大，尤其是越南的总体实力较之中国差距

更大一些。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越南的５７倍，菲律宾的２９倍。

２００６年，中国是越南的４４倍，菲律宾的２２倍。③ ２０１１年初召开的越共十一

大不仅继承了九大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还提出要 “主动、积极

融入全球”。作为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对越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贸易投资上看，中国对越南、菲律宾的意义完全不同。自２００４年以

—０１１—

①

②

③

《〈中国海洋发展报告〉（２０１１）首发仪式举行》，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ｎｎｅｗｓ．
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１／０５１８／１１９４７５．ｈｔｍｌ

阮晋勇：《捍卫国家领海和海岛的主权，坚持维护海洋经济利益》。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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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一直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越南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

易总额的１４％。而菲律宾前两大贸易伙伴分别是美国和日本。２０１０年，菲

律宾对美日两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３０％。① 根据 《２０１０年度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２０１０年末，中国在越南直接投资累计接近１０
亿美元，而对菲律宾的投资累计不到４亿美元。另据英国 《金融时报》消

息，目前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电量占其总供电量的６％。② 可见，中越经贸关

系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中菲关系。经贸等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成

果可以外溢至南海问题领域，使双方在战略高度上加以处理。

还需要加以注意的是，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越南的外贸影响要

低于对菲律宾的影响。２００７年，越南进出口额为１１００亿美元，菲律宾为

１０８０亿美元。２００９年，越南外贸总额约为１２７０亿美元，而菲律宾则跌落至

８４０亿美元。此后两年里，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徘徊在２００７年的水平，而越

南２０１０年的进出口额则达到１６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１年更是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③

在经济形势恶化的背景下，菲律宾要比越南更希望通过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势

行为寻求国内的政治支持。２０１１年７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国情咨文

中用三个段落表达了实行军事现代化以保卫 “西菲律宾海”的决心，认为提

升国家安全有助于增进国家的荣耀。④

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还存在着特殊的利益集团的影响。越南有着

强有力的石油出口，按照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推测，其石油公司和沿海省份必

然支持进一步获取南海主权和资源的政策。根据越南通讯社２０１１年４月份

的相关数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间，越南的北部、中部、南部和九龙江三角洲四

个重点经济区的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８６％～８８％，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

额的近９０％，而这四个经济区人口仅占越南的５１％，土地面积仅占２７％。

越南近期的国会改革，将显著增强地方政府以及政府不同部门对对外政策的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暨佩娟、丁刚： 《感受马尼拉的 “中国话题”》，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６日，

第３版。

Ｂｅｎ　Ｂ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ｉｅ　Ｈｏｏｋ，“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ｃｏｕｌｄ　Ｌｉｍｉ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ｎｏｉ　Ｒｉｆｔ”，Ｔｈｅ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３，２０１１．

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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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ｕｌｙ　２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ｐｈ／２０１１／０７／２５／ｂｅｎｉｇｎｏ－
ｓ－ａｑｕｉｎｏ－ｉｉｉ－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ｊｕｌｙ－２５－２０１１－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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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前文提及南海的功能性问题呈现出节点式爆发的特点，其原因除了

捕鱼季节特点、东盟峰会召开时间和东亚峰会的时间等因素外，还存在一定

的国内政治因素。比如，越南国会自２００２年起实行质询制度，在每年的５～
６月和１０～１１月的两次全国国会例会期间，国会代表有权就某个问题向政府

质询，并向全国直播。越南媒体认为，自从实施质询制度后， “政府官员不

再敢小看国会”，国会的权威进一步树立。在越南的政治体系中，越共总书

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号称 “四架马车体系”，权力相互制

衡。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南的南海政策也受到国会的制约。随着越南对外

战略以融入全球为目标，国内各集团在南海政策上的分歧也会增多。

越南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这不仅是由于经济

利益的分散和加速国际化，还得益于越南威权主义政体。但我们同时也看

到，越南政府也要回应国内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呼吁，这一点同菲律宾比较

一致。更进一步而言，随着 “革新开放”的进展，越南高层内部对其国家的

对外战略出现了不同看法。有观察家认为，越南领导层内部存在着主张依靠

美国与主张对华友好两个派别。② 而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认为，在决定越

南对外政策的１５人 （最近一届是１４人）政治局常委中，存在着按地域 （北

方、南方和中部）以及宗派 （保守主义者和改革派）划分的不同阵营。③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尽管越南启动了 “革新开放”政策，但主导对外政策的

主要还是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情结，为了巩固权力基础，其领

导人寻求与中国结盟；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推进，改革派的力量

也在增强，标志性事件是２００１年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２００３年伊拉

克战争爆发后，越南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更有利于美国，意识形态在对外关

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越南高官开始访美。④ ２００７年越南加入 ＷＴＯ是改

革派力量显著增强的重要标志。但金融危机给改革派不小的打击，越南的对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梁柠欣、利文：《越南的革新开放及其启示———来自对越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考察报
告》，载 《南方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９～１１页。

薛理泰：《从白皮书看南中国海风云》，共识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１ｃ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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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政策此时又开始重找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更加依赖于中国。越南对

外政策的发展线索似乎为我们理解越南南海政策的困境提供了思路。越南总

理阮晋勇属于南方的改革派，其言论更加国际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较

少。而越南新一任外长范平明并没有被选入政治局常委，尽管其父亲阮基石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担任越南外长时非常活跃，对越南倒向苏联的政策起了重

要作用，但当前越南的外交部更多是执行机构，而不是政策制定机构。①

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军方和石油利益集团对菲律宾的南海政策有着巨大

影响。② 菲律宾军方从活跃的南海外交中获益。长期以来，菲律宾军方具有

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军队参与政治成了菲律宾民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弱化

了国家机构的功能。③ 菲律宾是所有南海权益声索国中国防能力最弱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菲律宾曾一度试图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防卫体系建设，但因受

困于国内资金能力不足以及参议院反对军队腐败而使其国防现代化计划屡屡

受挫。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特别是１９９５年 “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拉

近了和美国的关系。１９９９年，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菲美 《部队互访协议》，

此后美国以支持菲律宾反恐为由增加了对菲的援助。④ 如今美国结束了反恐

战争，如果菲律宾军事部门还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那么就必然要借南海问

题突出中国的威胁。在对付中国问题上，美国与菲律宾军方的共同利益显然

也很大。据中国新闻社报道，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２０１２年２月曾表示，

要提升军队和警察人员的技能和装备水平，拨付大笔资金提高军人和警察的

生活条件。由于菲律宾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阿基诺三世要给予拨款的军队

和警察正好是社会风评最低的两个部门，贪污腐败成风。⑤ 即便如此，菲律

宾国内还有人认为菲政府领导人并没有下决心保卫菲律宾的利益，菲律宾武

装力量 “军事委员会”前负责人甚至主张对２０岁的年轻人进行基础军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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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鸿：《菲律宾南海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载 《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第１９～
２０页。

李路曲：《菲律宾多党政治面临的挑战与民主的发展》，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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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练，以反击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①

结　论

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南海问题再度升温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但各方的
手段和动机各有不同。从国际层面看，南海问题被刻画为检验中国如何使用
权力的关键性议题。从双边层面看，越南和菲律宾两国近几年活跃的南海外
交也加速了中国国内对该问题趋于恶化的判断。在塑造和平周边环境的大战
略前提下，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三方都倾向于选择合作。

本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
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三方围绕南海的油气勘
探、海洋环境、减灾防灾、气象水文和海上搜救等方面展开的双边制度化进
程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
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
础并不牢固。不过，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
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
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
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而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在政治上还
是经济上都无法达到中越所达到的水平。

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我们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
治经济因素。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
强于中国，越、菲两国的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
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表现强硬的
根本原因。不过，越、菲两国还存在一些差异。对越南而言，在融入全球的
战略下，其经济增长取得不俗成绩，导致其石油公司、沿海省份越来越卷入
具有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南海事务；而菲律宾由于近年经济增长乏力，加之腐
败因素突出，国内矛盾更加尖锐，军方参与政治事务的力度加大。越南和菲
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
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难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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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一项对外政策若要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获得国内

的政治支持。在南海问题上，中越、中菲双边制度化的经验表明，三方尽管

对加强功能性问题的合作存在着长久的共识，也进行了颇多有益的尝试，但

由于各国在主权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以及国内利益集团冲突、腐败等国内政

治因素，使这种合作无法深入。同时，由于合作的成果在分配上难以均等，

如何让国内接受与思维定势中不同的合作成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涉及

南海问题的行为体在逐渐增多，给度量成本与收益带来了难度。在这种形势

下，或许我们要再次思考邓小平于１９８４年讲的那番话——— “解决国际争端，

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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